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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

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 
 

黄嘉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队，长沙 410073） 
 

   【内容提要】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和外空军事化对许多传统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构成了重大挑战，引发

了一系列的伦理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1）和平目的和军事利益的矛盾：各主要外层空间

条约均规定了探索利用外空的“和平目的”原则，但外层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空间技术的发

展历程就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过程，这就使“和平目的”与军事利益发生了冲突。（2）区分性原则与

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战争伦理中关于作战正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区分性原则，在空间军事对

抗中，外空设施的军民两用性对此提出了挑战。（3）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

的矛盾：宇航员代表全人类从事宇宙探索事业，享有“人类使节”的荣誉与地位，但在未来的外空作战

中，宇航员就将面临着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抛弃狭

隘的“国家”、“民族”观念，树立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  
 

    战争的历史一再证明，人们进行战争的空间总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现代航天技

术从战时的导弹技术演变而来，诞生于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并在美苏争霸的军备竞赛中得到长足发

展，因此，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对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过程。 
    对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不断增加必然引起外空军事化。外空军事化的内容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它是指

为军事目的而对人造地球卫星的利用的增加，以支持和增强以地球（包括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为基地

的武器系统和地面部队的效能；其次是指外空武器的发展，既指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系统的发展，以打

击或摧毁对方在陆地、海洋大气层以及外空中的目标，或损害其正常功能。也包括以陆地、海洋、大气

层为基地的武器系统的发展，以打击或摧毁对方的外空物体或损害其正常功能[1]。第二个层面的外空

军事化又称为外空武器化，其结果将加剧外空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是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

威胁。 
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和外空军事化对许多传统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构成了重大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

伦理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1）和平目的和军事利益的矛盾；（2）战争伦理中区分性原则

与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3）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 
 

1 和平目的与军事利益的矛盾 
 

    （1）和平目的的提出 
    作为国际法条文的“和平目的”最早出现在1959年的《南极条约》中。人类进入空间时代后，如何处

理各国的外空权利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美苏两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均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

普遍被认为是科学探索的工具，服务于拓展人类知识的共同利益。又因为外空物体只有不断地绕地旋转

才能克服地心引力，如果将主权原则扩展到外空，就会引起无尽的纠纷。 
    有鉴于此，人们普遍认为主权原则不能扩展到外空，外空属于全人类，各国应出于“和平目的”探索

和利用外空。这些观念在有“外空宪章”之称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

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条约》）中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外空条约》的导言载明“确

认为和平目的发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使“和平目的”成为指导和规范

各国探索外空行为的基本伦理和法律原则。 
    （2）外层空间的战略地位 



    外空居高临下的独特位置决定了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前，空间设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军事领域尤其如此。战略导弹预警卫星是战略核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

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国家技术核查手段；军事侦察卫星可以提供各个级别各个频段的情报；军用通信、

侦察、预警卫星是C4ISR系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可以为地面、海

上、空中力量提供全天候三维定位信息和精确时间数据，还可以提供军力协同、指挥控制、目标测绘和

跟踪探测、武器制导等方面的服务……现代战争已越来越离不开天基设施的支援与保障。 
    （3）外空领域围绕“和平目的”的论争及其实质 
    外层空间不同于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各国在此有着重要的国家利益。尽管《外空条约》载明为“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开发和探索外空，各国仍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国际社会上利益主体的多

元化决定了外空领域的冲突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集中体现在各国围绕“和平目的”的论争上。“和

平目的”这一术语出现在几乎所有有关外空问题的国际法和联合国文件中，然而关于“和平目的”的定

义却几乎还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 
    对“和平目的”的不同理解在国际外空法领域引发了诸多争论，主要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主流观

点，当然是那些空间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的观点，认为“和平”就是“非进攻性”，允许在太空进行一

定程度的军事活动，这是比较低的要求。少数派观点在那些空间技术不很发达的国家中常见，认为“和

平”是指“非军事化”，这一要求非常高，按照这一观点，甚至和平时期的日常性军事活动，比如通信

和气象观测，都应该禁止[2]。 
应当看到，积极谋求外空军事化的国家正是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的国家。外空领域对“和平目

的”的不同理解和争论实质上就是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将“和平目的”理解为“非军事

化”，严格限制外空一切军事性质的活动有利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然

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太空设施都可以直接或改装后用于军事用途，因此，很难断定它们的

发明、建造和使用是纯军事目的或纯民用目的。如果广泛地禁止一切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外空利用与探

索活动，几乎就会扼杀外空研究探索事业，同样不利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既然围绕“和平

目的”的争论实质上就是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限制特定的空

间技术，而在于国际社会一致行动，约束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外空和世界和平。 
 

2        区分性原则与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 
 

    随着外空军事化，特别是外空武器化的推进，外层空间的军事冲突将难以避免。作为战争行动的一个

领域，外层空间军事行动同样要受到战争伦理和战争法的约束。为了平衡“军事需要”和“避免不必要

的苦难”的要求，战争伦理对交战正义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区分性原则。 
    按照区分性原则的要求，合乎伦理的交战行为应当区分军人与平民、军用目标与民用目标、战斗员与

战争受难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平民和民用物不得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作为战争伦理和战争习惯法原

则的区分性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第一附加

议定书中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正因为如此，专用于民用目的的卫星不得受到攻击。然而，按照1977年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平民非战斗员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就将丧失其受保护的平民地位。因

此，只要民用空间设施被用于军事用途，它将自动丧失其免受攻击权[3]。 
    空间设施的军民两用性使战争伦理中的“区分性”原则面临重大挑战。由于空间设施耗资巨大，军用

空间技术和民用空间技术具有共同的基础，并且许多军用和民用空间设施在功能上是重合的。例如，遥

感遥测、通信、气象、导航定位等卫星可以同时应用于军事和民用目的。因此，各国都认识到发展军民

两用卫星比发展单一用途卫星在经济上更可行。 
    空间设施的军民两用特性给空间作战中合法攻击目标的选取带来了困难。有人主张对此应采用功能主

义的方法：民用空间设施不得跨越界线卷入军事行动，如果它参与了敌对行动的实施，就算它本来具有

民用身份，也将成为使用武力攻击的合法目标[4]。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许多两用设施的军

民用功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就算空间设施的设计目的是提供民用业务，使用者也可能违背该

空间设施的设计用途，将该业务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地球遥感业务、全球导航定位业务、国际海事卫星

通讯业务等。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这类空间设施可以攻击吗？将带来哪些法律和伦理问题？诸如此类问

题都是远没有探讨清楚的，而空间设施的多国共有、商业化等又带来中立等问题，使情况变得更为复

杂。 
    美国的GPS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在军、民用领域有着广泛而重要应用的两用技术的典型。GPS系统最

初是出于军用目的发明的，它为美军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优势，是美军进行全球机动，实现“精确交

战”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然而，它们的信号也可为民用用户接受，广泛应用于民航、航海、测绘、勘探



等领域，并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国际上已经衍生出一个庞大的民用GPS市场。然而，当前，GPS系

统仍由美国国防部参与管理和控制，这就存在着民用应用依赖于军事当局的危险，而这种依赖性就引发

了一系列具有伦理意味的问题：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GPS服务可能会被拒绝提供给某些国家却继

续提供给其他国家，这就有违公正原则；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可能随时中止某一地区甚至全

球GPS服务，从而给民用用户带来不便甚至巨大的危险；GPS系统的无线电信号易受到干扰，出于军事

需要对GPS系统的攻击难免会危害民用用户的利益。GPS系统军民两用性可能引发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

会的关注。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批评，美国政府调整了GPS政策：2000年5月美国宣布取消选择

可用性措施，使民用定位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增加第二和第三个民用频率，使民用业务相对独立于

军用业务等。然而，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GPS系统继续由美国军方控制，其他国家不

能分享控制权，GPS系统服务的可获得性、连续性等就没有保障，在武装冲突期间尤为如此，这也是刺

激欧洲发展独立的“伽利略”导航定位系统的主要原因。“伽利略”系统在战时，特别是欧洲发生战争

时也是靠不住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卫星军民两用性带来的问题，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民用系统，该

系统应置于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管辖控制之下，各国可以分享控制权。然而，这也不能解决恐怖

分子干扰破坏等问题。可以预见，只要空间设施可以用于军事用途，或者攻击空间设施可以达到军事、

政治目的，区分性原则就难以得到很好的执行。 
 

3        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 
 

    外空探索是国家的事业，也是全人类的事业，这一观点已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既然宇航事业是

全人类的事业，那么宇航员就不仅代表他的所在国，而且代表全人类从事外空探索，理应受到全人类的

尊重。有鉴于此，《外空条约》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各国应把宇航员视为“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

节”，这是赋予宇航员的崇高荣誉。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飞船登月舱驾驶员奥尔德林上校在月球上留下

了铭刻有如下文字的不锈钢饰板：“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首次登上月球，我们是全人

类的代表，我们为了和平而来”。返回地球后，指挥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中校在欢迎会上作了如下

评论：“在完成登月任务后为期数月的环球旅行中，我经常感触到这样的事实：不管我们到了哪儿，人

们的反应是同样的，而且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论：‘不错，你们美国人最终办到

了’。人们总是使用‘我们’这个词。在那短暂的一刻里，全人类都被吸引到一起，见证着我们中的两

位行走在地球以外的天体上”。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来自美国的三名军官受到全人类的共同景仰，

正是因为他们是代表全人类登上月球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类对于和平的向往，对于未知世界不懈探

索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尊严与力量。 
    迈克尔·柯林斯在欢迎会所作的评论与宇航员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人类的使节”相关。用于描述

宇航员崇高地位的“人类的使节”这一词汇似乎赋予宇航员以外交官的法律地位。然而，当航天员由从

事本质上属于科学探索的活动转向为从事与战争相关的活动时，就会产生重大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从国

际法的角度分析，一个人被赋予了类似外交人员的地位，却同时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会导致法律上的尖

锐矛盾，因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员是不得参与武装敌对行动的。一个人同时拥有交战者和“人类使

者”两重身份是不合逻辑的。因此，有人指出，参与敌对行动的军事宇航员并不履行外交职能。对《外

空条约》较为实际的解释应当是这样的：只有当宇航员从事《外空条约》所假定其从事的“和平”行动

时，各缔约国方“应把宇宙航行员视为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当此前提不存在时，对敌对的另一

方而言，视宇航员为“使节”就不具有任何逻辑或法律意义[5]。 
    从外空伦理的角度分析，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矛盾的实质就是人类利益与

国家利益的冲突，就是“人类之爱”与爱国主义的冲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向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道

德规范的最高要求。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学校都在教导在民族内部的合作以及

与其他民族竞争。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应该胜过对人类的责任”[6]。在科技落后、信

息闭塞、交往稀少的时代，强调具体的现实的国家民族之爱高于虚无缥缈抽象的人类之爱有其合理性和

必要性。然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伦理视野不断拓展的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现在人类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

以前只向人类居住地区的局部地区、只向其居民和政府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必须奉献给全人类和全世

界，不，应该奉献给全宇宙”[7]。现代人类的生活基础已经扩展到世界规模，移民太空也不再是遥远

的梦想，在此背景下，如果追寻爱国主义的终极精神，就应该是对全人类的爱，对全世界的爱。空间技

术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得以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地球。在外空探索和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抛弃过去

那种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树立一种全球的甚至宇宙的伦理观。在这种伦理观里，



宇航员不分国家和民族，都是人类的代表，在同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的交往中展示地球人的智慧和风

采，在同自然界、宇宙的斗争中展现人类的本质和力量。在这种伦理观里，宇航员也可能会成为外空战

斗员，但他们是为了捍卫全人类的利益而战，抛弃了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后，“人类使节”

和“外空战斗员”的双重身份也将不构成伦理上的矛盾。 
    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远远超过伦理学的进步步伐造成

的，困境的消解有赖于抛弃狭隘的国家、民族利益观点，树立全球的、宇宙的伦理观，这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当前，外空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还很不完善，空间军事化甚至武器化还没有有效的国际法约束，

在此情形下，各国政府和军方应担负起道义上的责任，确保和平利用外空的原则得以真正的实行，然

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一愿望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贺其治．外层空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2] Wingfield,Thomas C.Legal Aspects of Offensiv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Space[Z].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USAFA],1998/1999(9):121—146. 
    [3][4] Ge'rardine Meishan.Goh.Keeping the Peace:in Outer space: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J].Space Policy,2004,20(4):259—278. 
    [5] Robert A Ramey.Armed Conflict on the Final Frontier: The Law of war in Space[J].Air Force Law Review,200

0:48(1).

    [6] 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黄嘉（1981—），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技术哲学。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年1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